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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for Evaluating Urban Competitiv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ng People's Settlement Choice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青年定居地选择视角下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方法*

——以上海市为例

朱  玮   王嘉欣   陈  薪   殷振轩   王  德    ZHU Wei, WANG Jiaxin, CHEN Xin, YIN Zhenxuan, WANG De

城市竞争力建设的核心是吸引人，尤其是青年定居。现有评估竞争力的研究主要关注客观指标，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认知

和偏好。提出基于主观视角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方法，基于个人对现居地和备选地在7类24个不同要素上的比较，首先通

过线性差分模型估计各城市各竞争力要素水平，再用逻辑斯蒂模型解释各要素对青年人定居地选择的影响，最后模拟

不同情境下的城市竞争力变化。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研究发现：上海与其他一线城市竞争相对激烈，而二线城市也在全面

逼近；个人发展是青年关心的首要因素，资源条件的综合影响力最大；竞争力提升方向包括降低居住成本、提升个人发

展空间和改善城市环境等。

Urban competitiveness mostly depends on the ability to attract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to settle down. Existing studies assessing 

urban competitivenes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objective indexes and ignored people's subjective though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for evaluating urban competitiveness from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s of young people. The method uses data of young people's 

comparisons between two cities (current and alternative) on 24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in 7 categories. It firstly estimates people's 

evaluations on each city's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through a linear difference model. Then, a logistic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xplain 

how the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influence young people's settlement choices between the two cities. Finally, it estimates the settlement 

selection probabilities in hypothetical situations.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o apply the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i)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other first-tier cities is relatively fierce, while the second-tier cities are approaching in an all-round way; ii) In the 

choice of settlement, personal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concern of young people, and resource conditions have the greatest overall 

influence on the decision-making; iii)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promoting Shanghai's competitiveness is to reduce the housing cost, to 

enhance perso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to improve the urb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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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ompetitiveness; young people; settlement choice; Shanghai

文章编号 1673-8985（2021）02-0082-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10213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 words

*基金项目：上海市“十四五”规划专题“上海人口中长期发展的趋势、基本思路和重点举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低精度定位数据的城市尺度时空行为可

识别性研究”（编号41771168）资助。

作者简介

朱  玮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高密度人居

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数

字规划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
王嘉欣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陈  薪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殷振轩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
王  德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0   引言

我国城市间的竞争正在加剧，评价和提升

城市竞争力成为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任

务[1]7。目前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方法多采用客观指

标法，主要的评价维度有城市经济实力、人才科

技竞争力、文化水平、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

开放程度、社会服务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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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多采用聚类和主成分分析，进而加权整

合为竞争力得分[1]9-12，[6-7]。客观指标法的优势是操

作相对容易，数据较为客观准确，但其不反映人们

对这些指标的主观认知，因而并不一定能有效地

服务于城市竞争更根本的目标——吸引人[8]171。

本文聚焦青年人的视角，提出一种评价城

市竞争力的方法。青年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资源[9]，因而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成为城市竞争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0]34。我国的特/超大城市长期

以来是青年人选择定居的主要目的地，然而近年

来出现的“逃离北上广”等现象，反映出这些

特/超大城市相对其他地区的客观条件在发生变

化，以及青年人的价值观和定居地选择偏好的改

变[11]。认识并理解当下年轻人选择定居城市的行

为，对于制定有效的城市竞争力提升策略具有重

要意义。

本文从青年人对城市竞争力要素的主观评

价和城市定居地选择行为中，挖掘影响这种评

价和选择的规律，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理论依

据。本文以上海为例，围绕青年人对比上海和我

国其他部分城市的竞争力要素而做出的定居地

决策，来阐释这一方法的原理和应用途径。通过

分析上海与其他城市在各要素上的相对优劣势

及这种关系的时间变化来构建定居城市选择模

型，得到城市竞争力要素影响决策的规律，并据

此探讨上海城市竞争力的短板、提升方向，并预

估其效果。

1   相关文献综述

人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8]171，[12]253，越来

越多的城市竞争力研究聚焦于城市对人才的吸

引能力[13]。这类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建

立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来评估城市的人才吸引

力，二是通过建立模型探究人们的城市定居决策

及其影响因素和机制。

城市人才吸引力指标体系和测度的数据多

来源于国家和城市统计资料以及政府官网信息，

因为这些来源的数据比较客观准确。较为综合的

指标体系可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建设水平与环

境、文化卫生水平、生活条件、事业平台等5个方

面来构建[14]43。有些研究的指标体系则侧重于某

些维度，如劳动力环境[15]15-16、个人发展环境[12]254、

生活环境[16]，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外

界条件和收入、生活成本、家庭保障等个体要素

的综合[17]100。在分析方法上，大多采用多指标综

合评价的方法，即给各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加

权求和后得到人才吸引力综合评价值。确定指标

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

观赋权法一般基于专家判断，常用的有层次分析

法（AHP）[10]33，通过要素之间重要性的两两比

较得到权重；此方法受专家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客

观赋权法根据数据之间的统计关系来确定要素权

重，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15]16和因子分析法[14]43-44，

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转化为几个不相关的

因子，用因子在整体方差中的负载作为权重；这

种权重估计方法虽然避免了个人主观影响，但

不能反映要素在人们认知中的重要性。另外，也

有研究用回归模型[17]103估计要素权重，以人们

对城市吸引力的评价作为因变量，将客观指标

作为自变量，进而得到指标的权重；相对于主成

分分析，回归模型方法因有吸引力这个因变量

作为对标，结果更加可信。综合来看，指标体系

中权重较大的成分可归纳为城市建成环境、城

市经济水平、城市提供给人才的职业发展和生

活保障条件[10]34，[14]45，[17]106，[18]。

人口定居决策研究关注的行为主要有两

类：一是人们对某地的留居意愿[19]3，二是在多个

城市间选择定居地[20]。这两种决策的影响因素颇

为接近，总体上包括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

素、制度因素和区域因素5类；分析方法上以逻辑

斯蒂回归模型为主，将定居意愿或者城际选择结

果作为因变量，用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量化两

方的关联。从不同侧重研究的结果来看，影响定

居决策的因素繁多：个体属性因素包含性别、年

龄、学历、配偶户籍地、随迁家庭情况[21]、在当地

居住的时长和居住方式（市场租房、保障房等）

等[22]14；经济因素主要是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23]，

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就业环境（如收入和收支

比、职业、社会保险）[19]5；社会因素中语言、文化背

景和社会公平对定居地选择影响很大[24]，[25]48；制

度因素包含户籍制度[22]14、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

房保障制度[26]；区域因素包括城市所处经济带[19]5和

城镇规模[27]65等。从决策机制上来看，人们更倾

向于选择离家较近、有相似的语言文化背景、收

入与设施条件比迁出地好得多、发展水平较高的

城市[25]32，[28]。综合来看，人口学变量、经济事业

因素、社会因素、居住状况[22]16-18，[29]对留居意愿

具有显著的影响。

总的来看，城市的竞争力、人才吸引力牵涉

因素类型广、数量多。采用公开统计数据构建指

标体系的评价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优势，但无论用

层次分析法还是因素合成方法，都未能对标实

际吸引人的效果，削弱了其结论指导实践的可信

度。因此，本文首先从范式上选择个人城市定居

决策的视角，并认为评价城市竞争力的直接指标

就是城市吸引人定居的能力。既有定居决策研究

中的影响因素，无论是外部因素还是个人或家庭

因素，基本上属于客观因素，缺乏人们的主观认

知。城市竞争力客观要素通过个人主观认知最终

对定居决策产生作用，研究主观认知对定居决策

影响的机理是理解城市竞争力条件发挥作用的

必需环节，也有助于认识客观条件与主观认知的

对应关系，为研究客观向主观映射的机理提供基

础，为相关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2   数据采集

研究数据采用“问卷星”调查平台的样本

服务①获得，于2019年7月针对20—45岁之间的

人群进行网络问卷调查，要求受访者曾因定居问

题在不同城市间进行比选。鉴于以上海的城市竞

争力为研究对象，要求现居住于上海的样本量占

约一半，另一半样本由现居于其他10个典型城

市（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武汉、重庆、成都、宁

波、嘉兴、苏州）的受访者构成。问卷内容包括受

访者的个人属性、家乡（定居现居地前居住最久

的地方）、现居城市、居住起始年份、当初在选择

定居地时考虑最多的一个备选城市，以及对现居

城市和该备选城市之间竞争力要素的比较评价。

在文献研究和预调研的基础上，选择了可能影响

定居地选择的7类24个城市竞争力要素。

（1）就业条件：职业发展、收入情况、工作

压力；

（2）经济因素：日常支出、房价压力；

① 问卷星样本服务. https://www.wjx.cn/sample/service.aspx。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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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设施：公共交通、商业零售、文化

休闲、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基础设施；

（4）城市政策：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落户

政策、住房保障；

（5）城市环境：天气气候、生态环境、污染

程度；

（6）城市人文：城市特色、社会公平、人际

关系；

（7）家庭因素：与父母的距离、与配偶/男女

朋友的距离、家人意见。

对以上每个要素，受访者需要回答现居城

市相对于备选城市的优劣，包括“好很多、好较

多、没差别、差较多、差很多”，以及“未考虑”。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 003份，其中504份来自

上海，其余城市的样本量基本相当。样本的构成见

表1。其中决策时间指受访者决定定居地的年份，分

为2014年之前与之后两个阶段，用于分阶段的分析

比较，多数人在2014年前做出决策。

3   城市竞争力要素评估

问卷获得了受访者对现居城市与备选城市

在竞争力要素上的相对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估

计每个城市竞争力要素绝对水平的方法。

3.1   竞争力要素评估模型

设个人i={1…I}对城市j={1…J}的竞争力要

素k={1…K}的评价为：

 （1）

式中， 为评价的均值。 代表“家乡偏

见”，即假设当该城市为此人的家乡（即 =1）

时，其评价产生的偏差；这种偏差可能源自于个

人对家乡的感情、经历等多种因素，如对当地文

化、语言的依赖[25]4，[27]71。 为误差，假定对于个

人和城市都是相互独立且相同的均值为0的正态

分布。据此，对两个城市间该要素的比较结果可

表达为：

 （2）

式中，为备选城市， 的取值为{-2，-1，

表1  样本受访者属性的基本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respond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2  房价压力评价模型结果

Tab.2  Results of the housing price pressure evaluation model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参数显著度：*＜0.05，**＜0.01，***＜0.001；将

不显著的参数从模型中剔除，相当于参数为0。

个人属性 分布
性别 男：34.1%；女：65.9%

年龄段
20—25岁：39.3%；26—30岁：31.3%；
31—40岁：35.9%；41—45岁：3.5%

户籍 城镇户口61%；农村户口39%

学历

小学及以下：2%；初中：1%；高中/中专：
4%；
大学/本科：81%；硕士：11%；博士及
以上：1%

决策时间 2014年之前：73%；2014—2019年：
27%

参数 含义
估计值

2014年之前 2014—2019年
上海要素评价
均值 -0.77*** -0.69***

一线城市要素
评价均值 -0.52*** -1.07***

二线城市要素
评价均值 0.00 0.00

家乡偏见 0.43** 0.00

样本量 417 382

拟合优度 0.39 0.33

0，1，2}，对应“差很多、差较多、没差别、好较

多、好很多”。由于这两个正态分布之差仍为均值

为0的正态分布，式（2）的误差项用 表示。

至此，可以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每个城市的每个

要素的评价均值，以及每个要素的家乡偏见。

如果样本的来源地并不均衡，会使模型结

果产生偏差。例如，上海的受访者占多数，那么很

有可能总体的评价结果会向上海倾斜。对样本构

成加以修正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偏差。这里

采用的修正方法是差分模型：

（3）

也就是将某条现居城市 与备选城市 比较

的数据与某条现居城市 与备选城市 比较的数

据相减。通过对所有满足此对应关系的记录进行

差分计算，实现对各地样本的均衡化。可知，式

（3）仍是一个线性模型，误差项 仍是均值为0

的正态分布，符合线性回归模型的要求。

3.2   模型应用

应用该模型来估计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各竞

争力要素水平。为了比较青年人在2014年之前

和之后对城市竞争力要素的评价变化，将样本划

分为2014年之前（52.2%）和2014—2019年

（47.8%）两部分。考虑到除上海以外其他城市

的样本量较小，为了减弱抽样偶然性带来的结果

偏差，将其他城市分为两类，进而将上海与每类

城市作比较；第1类命名为“一线城市”，包括北

京、广州、深圳；第2类命名为“二线城市”，包括

成都、重庆、武汉、杭州、宁波、苏州、嘉兴。

以房价压力要素为例，得到的模型结果如

表2所示。评价均值的参数值越低说明评价越差，

因此相对来看，二线城市的房价压力最小；2014

年之前房价压力最大的是上海，但到2014—

2019年，一线城市的压力超过上海。2014年之

前的家乡偏见变量显著为正，说明那时青年对家

乡房价压力的评价偏小；而2014—2019年的偏

见参数不显著，说明评价总体客观。所以综合来

看，上海和一线城市的本土青年，2014—2019

年对房价压力认知要明显大于2014年之前。

对所有21个竞争力要素（不含3个家庭

因素）的模型分析显示，模型拟合优度范围为

0.0179—0.5235。家乡偏见有如下3个特征：一

是人们对多数要素的评价受到其家乡的影响，而

影响不显著的有职业发展、收入情况、公共交通、

基础设施、城市特色和落户政策；二是正向和负

向的偏见均存在，如人们弱化家乡的房价压力，

夸大家乡的天气和气候缺陷；三是多数要素两个

时间段的偏见程度和方向存在不同。对家乡偏见

的估计在本文中主要起到修正竞争力要素评价

的作用，不作展开。

将上海竞争力要素均值分别与一线城市的

要素均值相减，得到相对评价值，再根据该值的

大小对要素排序（评价值越大，位序越靠前）；

并比较2014年之前和2014—2019年的变化（见

图1），呈现要素地位变化较大（位序变化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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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优势变化不明显（评价值变化小）的特征。具

体来看，地位和评价提升最多的是房价压力、天

气气候和污染程度；其中，房价地位巨变主要因

为其他一线城市房价的快速增长。但是，上海的

就业条件从优势变为劣势，其他一线城市的收入

情况和职业发展已经持平或超越上海。

上海与二线城市比较（见图2）呈现要素地

位变化较小、整体劣势增加较多的特征，说明二线

城市在全面追赶。具体来看，上海的公共交通取得

长足进步，社会环境更加公平，是仅有的2个评价

和地位明显提升的要素。上海的就业条件保持较

高的地位，但职业发展和收入情况的评价均下降。

4   定居城市选择

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青年人对城市间竞

争力要素的评价，如何影响他们的定居地选择的

决策。

4.1  定居城市选择模型

对样本中青年人选择定居地时考虑的竞争

力要素进行统计（见图3），发现考虑房价压力的

人最多（83%），比例占前5位的还有职业发展、

收入情况、与父母的距离和教育资源。考虑人数

相对较少（50%—60%）的要素有天气气候、社

会保障、社会公平、医疗保险和与配偶的距离。

 模型模拟青年人当初考虑在何处定居时的

情景，在现居地和备选地之间作出选择，结果即

是否选择现居地（因变量），假设的影响因素（自

变量）即现居地和备选地之间的竞争力要素比

较。由于样本数据中部分竞争力要素比较值间的

相关性高，故首先对自变量进行精简，步骤如下：

（1）获得各竞争力要素比较值间的皮尔森

相关系数。

（2）根据每个要素与其他要素的相关系数，

用K-means聚类方法对要素进行聚类，并将相关

性接近的要素归为同类；辅以常识和经验进行修

正，使得每个要素类具有较好的现实含义。

（3）对每个要素类进行主成分分析，取第

一个主成分代表该类，加和所有要素经在该主成

分中的权重加权后的值，作为该要素类的值。为

了让各要素类的影响力可比较，故对各要素类的

值标准化，公式如下：

 （4）

式中， 指的是第 个要素类标准化后的

值； 表示第 个要素类中第 个要素的权

重系数； 表示第 个要素类中第 个要素的

值。由于每个要素评分为-2—2，所以再除以2，使

得要素类标准化值在-1—1之间。

用逻辑斯蒂（Logistic）模型表征定居地选

择结果和影响因素间的关系：

（5）

式中， 是个人 在比较了现居地城市

和备选地城市 后，选择现居地城市定居的概

率； 是现居地 相较备选地 在竞争力要素

上的评价； 为其参数，表征该要素在决策中的

影响力； 和 指代现居地和备选地是否为老

家（1为是，0为否），其参数 用来测度定居地

选择过程中的老家偏见。

4.2   模型应用

采用以上方法对本文样本的竞争力要素进

行归类，获得6个要素类，将其归纳为个人发展、

生活成本、资源条件、生活保障、城市环境和社会

关系（见表3）。

选择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从系数来看，青

年定居地选择的要素类影响力排序是资源条件

＞个人发展＞社会关系＞生活保障＞城市环境，

且均为正向影响。生活成本的参数不显著，主要

原因是其与资源条件和个人发展的共线性程度

高，其影响效应被其他要素替代。家乡偏见同样

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若与竞争力要素相比，其影响

注：平均值，对于位序，为位序变化绝对值的算数平均；对于评价值，为评价变化值的

算数平均。

图1  上海与一线城市的竞争力要素评价比较
Fig.1  Comparison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first-tier cities on the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上海与二线城市的竞争力要素评价比较

Fig.2 Comparison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second-tier cities on the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014年之前 2014—2019年 2014年之前 2014—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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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仅次于第一位的资源条件；说明家乡对青年人

的“粘性”是很强的[30]。若将要素类的参数根据

类中每个要素在主成分中的权重进行分配，得到

图4。尽管个人发展要素类的影响力不是最高，但

由于该类仅含有职业发展和收入情况两个要素，

因此这两个要素的影响力明显高出其他单个要

素；相对地，由于资源条件类中的要素较多，影响

力经分解后每个要素的影响力甚至低于社会关系

类中的人际关系、与配偶的距离和社会公平。

同时，从要素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和考虑人

数的比例来认识其重要性。根据图1和图4的结

果，采用K-means聚类得到表5。可以发现，首先

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收入被考虑得最多，影响力也

最大，因此重要性最高；其次考虑的是教育、医

疗、基础设施等资源；青年普遍会考虑到与父母

的距离，但是该因素的影响力较低；而天气气候、

社会保障是相对最不重要的。

综合应用以上两个模型，在排除了家乡偏

见后可对预设城市竞争力要素配置下，城市吸

引青年人的竞争力（即定居地选择概率）进行

更客观估计。以下仍以上海与一线、二线城市在

2014年之前及2014—2019年两个时间段的比

较为例。

将上海与一线城市的竞争力要素比较均值

（见图1）用要素归类方法进行整合，得到这5个

要素类的平均得分（见图5）。相比于2014年之

前，上海2014—2019年在个人发展和社会关系

上的优势消失，生活保障的优势略微减少，资源

条件优势略微增长，城市环境的优势明显增强。

要素类 所含竞争力要素
个人发展 职业发展、收入情况
生活成本 工作压力、日常开支、房价压力

资源条件 公共交通、商业零售、文化休闲、医疗
资源、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城市特色

生活保障 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落户政策、住房保障
城市环境 天气气候、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社会关系 社会公平、人际关系、与父母的距离、
与配偶的距离

参数 含义 估计值
β1 个人发展 1.63***
β3 资源条件 2.24***
β4 生活保障 0.90**
β5 城市环境 0.76**
β6 社会关系 1.42***

家乡偏见 1.71***
𝑛 样本数 1003

平均预测准确率 70.3%

图3  青年人选择定居城市考虑因素的比例

Fig.3  Proportions of the factors that the young considered when making settlement 
choi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单个竞争力要素对定居地选择的影响程度

Fig.4  Effect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on the settlement choi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3  竞争力要素分类结果

Tab.3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competitive fact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4  定居地选择模型结果
Tab.4 Results of the settlement selection model

注：参数显著度：*＜0.05，**＜0.01，***＜0.001；将

不显著的参数从模型中剔除，相当于参数为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5  要素重要性分类

Tab.5 Classification of the factor importance
要素的影

响力
考虑该要素的人数比例

高 中 低

高 职业发展、
收入情况 — —

中

医疗资源、
基础设施、
教育资源、
文化休闲

与配偶的距
离 、商 业 零
售、人际关系

社会公平

低

公共交通、与
父母的距离、
城市特色、住

房保障

落 户 政 策 、
污 染 程 度 、
生 态 环 境 、

医疗保障

天气气候、
社会保障

将两个阶段的要素类得分代入定居城市选择模

型，并排除与父母、配偶的距离这些个人因素、家

乡偏见后，得到在2014年之前青年选择定居于

上海较之于一线城市的概率为64.9%，而2014—

2019年下降为61.3%。以2014—2019年的情况

为基准，假设上海通过若干举措弥补短板，使得

人们对个人发展和生活保障的总体评价与一线

城市相同，此时选择上海的概率变为62.2%，仅

上升0.9%。

采用同样的方法比较上海与二线城市（见

图6）。2014年之前，上海在个人发展、资源条件

和生活保障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社会关系的

优势较弱，城市环境比二线城市略差。而2014—

2019年上海的优势整体下降，除了个人发展和

资源条件还优于二线城市以外，生活保障、城市

环境和社会关系均被二线城市超越，城市环境

的劣势愈加明显。这就导致青年选择上海定居

的概率从73.5%下降为54.1%。假设上海增强城

市特色，放宽落户政策，加强住房保障，治理污

染，改善生态环境，取得与二线城市相同的平均

水平，选择上海的概率变为57.7%，也仅能提高

3.6%。

5   结论与启示

针对目前评价城市竞争力关注客观指标而

忽视人的主观认知和偏好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

基于个人主观视角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方法。该方

法基于个人在不同要素上对现居地和备选地的

比较，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7类24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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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种全面逼近模式的效果更加显著。

定居地选择模型揭示了城际竞争力要素认

知对青年人定居城市选择的影响规律，要素类影

响力排序是资源条件＞个人发展＞社会关系＞

生活保障＞城市环境。综合要素的考虑人数比例

和在决策中的影响力，职业发展和收入都是最高

的，且在影响力上远超其他要素，说明个人发展

是青年人关心的首要问题。资源条件要素对决策

的整体影响力最大，但分解至各具体要素之后就

处于中低水平，被考虑的比例也一般；最不重要

的是生活保障类要素，这一方面或许由于城际制

度环境趋于均等化，另一方面还是反映青年人更

多的是“向前看”。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生活成本

要素类未被纳入定居地选择模型，并不说明它对

青年人的决策不起作用；恰恰相反，以房价压力

为代表的生活成本是被最大比例的青年人所考

虑的。之所以出现不显著的实证结果，是因为生

活成本与其他要素的相关性高，高房价的城市一

般同时也有高收入、高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高

水平的设施配置；因此高生活成本产生的推力被

相关要素的吸引力所覆盖。这是采用真实数据研

究范式难以避免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或是挑选相

关性受控的样本（真实环境中比较困难），或是

采用虚拟的样本（如实验设计和叙述性偏好法）。

家乡偏见是本文的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发

现。家乡偏见同时存在于竞争力要素评价过程和

定居地选择过程中，可见将其剥离出来是非常

重要的，否则就会影响到对城市竞争力的准确评

个竞争力要素。首先估计每个城市的每个竞争力

要素水平，用线性差分模型解决由样本中现居地

和备选地数量不均衡的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偏差；

然后，对要素归类以减缓共线性问题，再用逻辑

斯蒂模型解释现居地和备选地竞争力要素的水

平如何影响青年人选择现居地。这两个模型都把

个人家乡因素纳入其中，用来修正家乡偏见对要

素评价和定居地选择的影响。综合运用这两个模

型，将竞争力要素评价模型的结果输入定居地选

择模型，可对不同要素组合情景下的定居地选择

概率进行估计，支撑城市竞争力评价。

应用该方法探讨上海在以2014年为界的两

个时期，与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竞争力比较。发

现总体上上海的竞争力优势在减弱，这符合目前

的感知；其中与一线城市相比减弱较小，而与二线

城市相比减弱较大，具体从定居地选择上海的概

率上看，2014—2019年的数值比2014年之前下

降了15个百分点，说明二线城市确实在“追赶”。

两个时期上海竞争力要素的优劣势变化在一线

和二线城市间存在模式差异。与一线城市相比，

上海竞争力要素的优势整体减少不多，但要素位

序发生大幅跃迁；而二线城市相比上海的竞争力

要素劣势整体大幅减弱，要素位序却只是微调。这

可能说明，一线城市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城市在

某几个点上发力，或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如气

候、污染），就可能改变竞争格局；一线与二线城市

之间的竞争格局是稳定的，二线城市较难实现对

一线城市的跨越式赶超，但却在全面逼近。结果证

图5  上海与一线城市在两个阶段的竞争力要素类

比较

Fig.5  Comparison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first-
tier cities on the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in the two 
st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上海与二线城市在两个阶段的竞争力要素类

比较

Fig.6  Comparison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second-tier cities on the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in 
the two st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价，以及应对措施的制定。未来研究还要对这个问

题进一步深挖，目前发现在定居地选择过程中，人

们明显给自己的家乡（有意或无意地）加分；但

对于竞争力要素评价人们并不总是偏袒家乡，家

乡的某些劣势会被夸大，比如天气，或许映射出的

是人们“恨铁不成钢”般对家乡的美好寄望。

本文的意图是提供新方法，实证应用主要

起到示例的作用，因此样本量有限，代表性也未

经验证，实证结果仅供参考。就目前基本符合实

际感知的结果来看，至少可以对上海在吸引青年

人的举措上提供一些建议。一是降低青年人的居

住成本，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举措。尽管模型未能

得出关于房价影响定居地选择的明确结论，但

房价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统计结果应该是可信

的，上海高房价无疑是阻碍青年人定居的一大门

槛。上海未来应通过多种形式的青年宜居住房供

应，挖掘老城更新的潜力，降低个人发展的起步

成本。二是要提升个人发展的空间。尽管个人发

展要素类对定居地选择的影响并非最大，但影响

力居首的资源条件分解到各要素的影响力就要

明显低于职业发展和个人收入，且资源条件的城

际发展水平趋向均质，未来上海不具优势。上海

需加强优化产业结构，向更高能级发展，为青年

人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有吸引力的财富

机会。三是改善城市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生态品

位。这方面上海已明显落后于二线城市。环境提

升不仅能吸引个人定居，也有助于吸引高水平企

业落户[31]，同时提升个人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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